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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建交 ５０ 年：世纪关系的现代化
演进动力

周方冶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中泰关系在过去的 ５０ 年里，不仅逆转了此前百余年的震荡下行趋势，而且在持续上

行过程中屡创新高，更进一步开启了共建“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中泰关系之所以 Ｕ 型反转，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双方在“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再平衡的现代化道路选择过程中，
顺应“和平与发展”时代潮流，立足“求同存异”共识，共克时艰，共享发展，构建起政治互信、经济

互利、社会文化互鉴的合作环境。 时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泰关系也站上新的历史起点，开始携

手开拓更具挑战性的后发国家现代化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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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建交 ５０ 年来，两国关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尤其是 ２０１２ 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以来，双边关系更是得到全方位深化发展。 政治上，两国保持高层密切往来，而且相当重视

地方层面的交往合作，特别是在两国邻近地区，泰方专门成立 ３ 个工作小组，即泰国—云南工作小

组、泰国—广东工作小组和泰国—广西工作小组。 此外，泰国还是所有外国在华设立使领馆最多的

国家之一，除在北京的大使馆外，泰国还在中国设有 ９ 个总领事馆。 经济上，中国从 ２０１３ 年起一直

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而泰国则是中国在东盟国家中第三大贸易伙伴；新冠疫情前，中国是泰国最

大的旅游客源国，２０１９ 年赴泰中国游客超过 １１００ 万人次，占赴泰外国游客总数近 ３ 成；中国对泰

投资也呈现高增长态势。 安全上，中泰军方联演联训有序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也在

持续提升。 ２０２２ 年习近平主席访泰期间，两国发表《关于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命运

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并签署《关于中泰战略性合作共同行动计划（２０２２—２０２６）》及《关于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为新时期中泰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然而，１９７５ 年中泰建交之前，两国关系曾在 １９ 世纪中叶到 ２０ 世纪中后期的百余年间，经历了

从波峰到波谷的震荡下行，严重影响了正常的交流与沟通。 那么，中泰关系在过去近两个世纪里之

所以 Ｕ 型反转的原因与动力何在？ 路径是什么？ 本文将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选择视角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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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加以分析与研判。

一、现代化转型对中泰关系的结构性影响

任何国家要长期保持系统稳定，都必须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大结构的相互契合与动

态平衡为前提条件，从而保证“生产—分配—消费—再生产”等环节的有序运作，并在此基础上妥

善应对外源或内生的各类传统 ／非传统安全风险，否则就有可能陷入持续的动荡与衰退。 对亚非拉

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殖民主义的外部冲击从根本上瓦解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大结构

的传统平衡。 为了摆脱系统性失序引发的螺旋式下行陷阱，各国就必须积极应对内外因素影响，推
动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性转型以促成“再平衡”（见图 １）。 在此过程中，后发国家的对外关系也将

随之发生结构性变化。

图 １　 后发现代化国家“再平衡”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影响国家间关系的核心要素是国家利益。 这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

面是能否改善所处地缘环境，降低传统 ／非传统安全风险，从而为现代化转型提供保障；另一方面是

能否为三大结构“再平衡”提供助力，从而加速现代化转型。 从 １９ 世纪中叶起，中泰两国相继开启

现代化转型，从而不仅对各自国内局势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引发持续动荡，而且对国家间关系也造

成了根本性冲击。 尽管中泰两国在现代化起步阶段选择了不同道路，导致双边关系在相当长时期

内都处于震荡下行的非正常状态，但是双方在现代化道路选择上的内在相似性，却使得双方渐行渐

近，从分歧走向协同，从而促成了双边关系 Ｕ 型反转。 具体来看，其相似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自主性

如图 １ 所示，后发国家在推动三大结构“再平衡”的过程中，主要有两条路径：其一是图中黑色

实线所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被动式路径，即以因应外部环境影响力的经济结构转型为先

导，顺应“生产力—生产关系”变化，推动政治结构的权力格局变更与体制变革，尤其是传统势力衰

退与新兴势力崛起，并进一步促成社会文化结构调适，以契合“经济—政治”发展步调，达成三大结

构的动态平衡。 其二是图中黑色虚线所示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主动式路径，即以因应国际

环境影响力的社会文化结构“超前”调适为先导，引领政治结构的新兴力量承担改良、改革甚至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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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重任，依托自上而下的国家体制机制变革与政策指引，推动经济结构“跨越式”发展，重建三大结

构的动态平衡。
尽管从理论上讲，这两条路径都可以达成三大结构的“再平衡”，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基本上

所有跨越现代化门槛的后发国家都不会始终奉行单一路径，而是会审时度势地在两条路径中灵活

切换，以更好适应内外因素变化，应对传统 ／非传统安全风险，持续提升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自主

选择最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于 １９ 世纪中叶被动卷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浪潮，曾一度经受“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

蒙尘”①的苦难历程。 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为

代表的维新派，再到以孙中山等为代表的革命派，近代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不断尝试各种救国方

略，但都以失败告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这

才使中国找到最合适的现代化道路，并开始从现代化发展的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然而，对大多数亚非拉后发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国家而言，自主选择现代化道路在相当长历史时

期内都是奢望。 因为，其内政外交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列强的操纵摆布，甚至在争取到民族独立后

也很难完全摆脱前宗主国的持续性影响，从而严重损害了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选择的自主性与合

理性。 泰国作为东南亚唯一的非殖民地国家，其在现代化道路选择的问题上有着较高的自主性。
这一方面得益于在现代化起步阶段，泰国②地处英属缅甸与法属印度支那的地缘政治缓冲区，从而

拥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则归功于曼谷王朝朱拉隆功改革，使得泰国能以更为自主的方式开

启现代化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主选择、顺势而为的“风中竹”③外交传统。 冷战中后期，中
泰两国之所以能够跨越阵营鸿沟建交，很重要的就是泰国对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性选择，从而能及时

把握住中美关系改善带来的地缘政治机遇。
（二）进取性

无论是西方先发国家，还是亚非拉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遵循现实条

件与客观规律，尤其是依托工业 １．０ 到 ４．０ 的生产力跃升，经由三大结构一轮接一轮的递进式“再
平衡”，从而实现螺旋式上升。

相较于西方先发国家的“串联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依托“并联式”发展模式实现了

“时空压缩”条件下的“弯道超车”，仅用数十年就完成了前者 ２００ 多年的发展进程。 但是，中国对

现代化的认知与实践，同样经历了从“一化”到“二化”到“四化”，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再到

“中国式现代化”的分阶段递进的螺旋式上升。④

然而，对大多数亚非拉后发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国家而言，由于被动卷入美西方主导下的“中
心—半边缘—边缘”全球分工模式，并被固化在边缘地带，成为西方先发国家的原料产地与制成品

倾销地，因此通常在达成低层次“再平衡”后就很难再进一步突破生产力约束，开启新一轮的递进

式“再平衡”。 而泰国作为曾被一度誉为“亚洲四小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却在自主选择现代化道

路方面表现出强烈的进取性，相继通过国营工业化、民营化进口替代、外向型产业升级、全面自由

化、“他信经济”政策、“充足经济”政策等持续开拓新发展路径，并在克服重重困难后跻身中高收入

国家行列。 冷战后，中泰双边关系在经济领域的深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国在现代化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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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克时艰、共享发展的协同进取。
（三）本土性

对外源性的后发国家而言，现代化发展从一开始就深受全球 ／地区环境的外部因素影响。 从积

极方面来看，充沛的外来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将为后发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提供重要支撑，从
而弥补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式”发展所普遍面临的本土资源积累不足问题；而其他国家在现代化

政治改革与社会文化创新领域的经验与教训，也将为后发国家的政治及社会文化转型提供借鉴，从
而降低“试错成本”。 但从消极方面来看，长期以来在先发国家主导下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

序，也使得后发国家普遍处于政治上被干涉、经济上被剥削、社会文化上被侵蚀的不利地位，从而在

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受到严重阻碍，甚至是在先发国家打压下陷入动荡与衰退的螺旋式下行通道。
于是，如何在三大结构“再平衡”过程中，有效对冲外部因素的负面影响，也就成为决定现代化

成败的关键所在。 从亚非拉后发国家的成功实践来看，通过在“传统 ／现代”与“本土 ／外来”的关系

中精准定位契合本国国情的社会文化组合，从而为政治转型与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将有助于显

著提升三大结构在“再平衡”过程中的系统容错与纠偏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取得成功，很重

要的就在于通过“两个结合”巩固了社会文化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重塑了文化自信，从而有效对

冲了外部因素的负面影响。 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将

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

神力量。①

不过，对大多数亚非拉后发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国家而言，殖民时代被西方先发国家长期侵害与

支配的历史记忆与殖民遗产，却使其在社会文化结构转型过程中很容易受“现代化 ＝西方化”僵化

观念的影响，并对本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当代适应性产生担忧与怀疑。 而泰国也同样在是否“全盘

西化”的道路选择上踌躇徘徊，直到 ２０ 世纪中叶才确立起延续至今的“泰式民主”自主道路探索。②

中泰两国在现代化道路选择上对本土化的共同坚持，使得中泰友好的传统社会文化纽带得以延续

与传承，并在两国建交后成为助推双边关系回暖的重要“催化剂”。

二、中泰关系衰退期（１９ 世纪中叶至 ２０ 世纪中叶）：
现代化道路的结构性分歧

　 　 中泰传统关系曾在明清时期步入繁盛阶段。 据《明实录》和《明史》记载，有明一朝，中泰一度

交往密切。 明朝在 １３７０ 年至 １４８２ 年间，曾先后 ２２ 次遣使赴阿瑜陀耶王朝，而后者在 １３７１ 年至

１６４３ 年间，曾先后 １１４ 次遣使来华，最多的甚至是 １ 年 ６ 次。 满清入主中原后，阿瑜陀耶王朝积极

发展与清朝的朝贡关系，甚至在面临缅甸入侵压力时，还是于 １６６４ 年至 １７６６ 年间先后 １６ 次遣使

来华。 １８ 世纪中后期，在历经缅甸入侵与阿瑜陀耶王朝覆灭的剧烈动荡后，随着吞武里王朝与曼

谷王朝先后建立，泰国再次与清朝恢复密切交往。 １７８２ 年至 １８５２ 年间，曼谷王朝曾先后 ３５ 次遣

使来华，其中拉玛一世（１７８２—１８０９ 年在位）遣使 １５ 次，拉玛二世（１８０９—１８２４ 年在位）遣使 ９ 次，
拉玛三世（１８２４—１８５１ 年在位）遣使 ９ 次，拉玛四世（１８５１—１８６８ 年在位）遣使 ２ 次。

不过，在 １９ 世纪中后期到 ２０ 世纪中后期的一个世纪左右时间，中泰关系却步入持续下行通

道，并在冷战前期和中期落入冰点。 究其原因，就在于朝贡体系下中泰传统关系的契合点已随着两

国三大结构的运作体系瓦解而分崩离析。 泰国传统的“王室—贵族政治结构 ／萨迪纳制经济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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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社会文化结构”开始让位于“王室—军人—文官政治结构 ／民族工商业经济结构 ／大泰族主义

社会文化结构”，从而与中国走上了大相径庭的现代化道路，两国始终难以构建新的默契点，致使

双边关系在结构性分歧下渐行渐远。 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从地缘环境来看，中国无力承担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重任。
明清时期，中国作为东亚主导力量，曾在朝贡体系下长期发挥着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历史重

任。 但从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国力在西方列强的蚕食鲸吞下开始持续衰退，尤其在经历了

太平天国运动长达 １３ 年的国内大规模动荡与冲突后，无力继续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与此同时，泰国作为地处印太交界处的中南半岛枢纽国家，却正面临着西方列强觊觎。 于是，

主张“积极学习西方”的拉玛四世孟固王，选择接受了“主权平等”的民族国家观念，并于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事实上终止对清王朝的“朝贡”活动。 对泰国而言，外交层面继续保持与清王朝的“朝贡”
关系，不仅无法从后者借力抵御西方列强的殖民侵蚀，而且还会影响其借用西方话语的“主权平

等”概念斡旋于列强之间，以维护其独立地位。①

依托“风中竹”外交策略，泰国先是在西方列强环伺下成为东南亚唯一的非殖民地国家，而后

在二战期间依附日本避免本土遭受战火蹂躏。 冷战前期，泰国与美国结盟，“选边站”西方阵营，不
仅积极参与朝鲜战争，②并且主动成为越战前沿，从而换取了规模庞大的美国军事援助、无息贷款，
以及各类基建和商业投资，为其从传统农业国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关键性

踏板。 但是，泰国在地缘政治上“先亲日，后亲美”的站队举措，也使其与“先抗日，后抗美”的中国

渐行渐远。
其次，从政治结构来看，泰国执政者不再需要对华关系提供合法性。
泰国传统政治结构是建立在“曼荼罗式”分封体制基础之上，因此在“王室—贵族”的权力博弈

过程中，从阿瑜陀耶王朝到曼谷王朝的国王们都会借用朝贡体系下“天朝上国”的政治认可，为其

提供合法性，从而对地方贵族形成法理性约束。③ 不过，随着泰国在殖民主义冲击下开启现代化转

型，政治结构也发生根本性改变。 拉玛五世朱拉隆功（１８６８—１９１０ 年在位）改革后，泰国从分封体

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曾拥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贵族在“废藩置县”后被扫进历史垃圾

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专业化的“军人”与“文官”政治集团。④ 这就使得曼谷王朝的国王们不仅不

再需要朝贡体系为其提供外源性的政治合法性，反而担忧外源性的“非对称”关系可能影响其在主

权国家概念下拥有的内生性权威，因此对延续中泰传统关系不再感兴趣。
随着 １９１２ 年中国清帝退位，以及 １９３２ 年泰国民主革命，两国曾一度在传统时代终结的转折关

口拥有过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正常外交关系的短暂“窗口期”，但一方面是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持续

政治乱局，根本无力推动对泰外交，另一方面是泰国在开启君主立宪体制后，陷入右翼军人集团、左
翼文官集团以及王室—保皇派的持续冲突中，并在军人集团掌握了政治主导权后，开始转向“大泰

族主义”立场以提升其合法性，根本无意改善对华关系。⑤ 尽管在二战结束后，随着泰国左翼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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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上台，中泰双方于 １９４６ 年签订《中暹友好条约》，但随着右翼军人集团在美西方扶持下“反共

反华”，并以此巩固其合法性以及和西方的结盟关系，中泰关系在短暂回暖后就再次滑落下行

轨道。
再次，从经济结构来看，中国市场难以为泰国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泰国传统经济是以“萨迪纳”制度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结构。 土地国王所有、等级授田以及严格

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萨迪纳”制度一方面为“王室—贵族”政治结构提供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

也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使得国内经济缺乏增长动力。① 明清时期，中国是亚洲最富庶区域，不
仅拥有丰富物产，而且拥有大市场，有能力为周边国家特产提供超额利润；通过“朝贡贸易”，中国

能够切实满足泰国王室对经济增长的发展诉求。 于是，这也就成为阿瑜陀耶王朝与曼谷王朝努力

保持对华关系的重要驱动因素。
不过，随着 １８５５ 年《鲍林条约》签署，西方列强接踵而至，迫使曼谷王朝订约对外通商，从而在

根本上改变了王室垄断外贸的传统格局。 随着泰国被纳入殖民主义的全球商贸网络，曾经被王室

垄断的对华贸易比重持续下降，不再具有国家层面的政策意义。 据统计，１８９０ 年泰国进口货物中，
来自新加坡的占 ６６％，来自中国香港的占 ２９％，来自中国大陆的仅占 １．５％；出口货物中，运往中国

香港的占 ５７％，运往新加坡的占 ３４％，运往欧洲的占 ４％，运往中国大陆的仅占 ２％。②

２０ 世纪初，随着拉玛五世朱拉隆功改革持续深化，“萨迪纳”制度基本瓦解，从而为泰国民族工

商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持续推升了对外贸易水平。 不过，由于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剥削压迫，
泰国对外贸易是以英国（包括亚洲殖民地）及日本等为主，对华贸易相当有限。 例如，２０ 世纪 ３０ 年

代中叶，泰国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平均比例不足 ２％。③ 中泰两国都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外贸结

构，使得双方经贸领域互补性相当有限。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泰国在对华建交上的积极性。
最后，从社会文化结构来看，“大泰族主义”引发华人移民归化矛盾。
泰国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贸节点，使其社会文化呈现跨区域融合的多元化特征，并深受

印度文化圈与中国文化圈的双重影响。 作为中国文化在泰传播的重要载体，华人移民一直在泰国

传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尤其是部分华商群体更以通婚方式融入主流社会，甚至

拉玛四世都公开表示拥有华人血统。
不过，随着泰国在殖民主义冲击下开启现代化转型，对于民族国家建构的主体文化诉求开始与

传统多元社会文化形成显著张力，并直接作用于华人移民归化问题。 拉玛六世（１９１０—１９２５ 年在

位）提出了“民族、宗教、国王”立国三原则，④从而将主体民族及其文化认同提上了议事日程。 同

时，由于中国国内的持续动荡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２０ 世纪初泰国的华人移民数量激增。 据估算，
１９０４ 年的泰国华人数量已达 ４０ 万，约占泰国总人口的 ５％。⑤ 为此，拉玛六世于 １９１１ 年出台了《国
籍法》，将在泰华人划分为归化者与未归化者，并展开有针对性的打压行动，试图借此压制华人移

民尤其是华商群体的社会影响力。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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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２ 年泰国民主革命后，右翼军人集团登上政治舞台，在军人总理披汶领导下积极推动民族

国家建构，甚至一度引发“大泰族主义”社会思潮。 披汶执政期间，曾先后颁布过 １２ 份文化政令，
旨在引导建构“泰人特性”的主体民族文化认同。 与此同时，华人移民数量却大规模增加。 据估

算，２０ 世纪中叶的泰国华人移民数量增至 ３００ 万至 ４００ 万。① 于是，拉玛六世时期的“排华政策”
在右翼军人集团掌权后不仅得到延续，而且进一步升级。 泰国右翼军人集团在华人移民归化问题

上的强硬立场，对中泰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中泰关系复苏期（２０ 世纪后期至 ２１ 世纪初）：现代化道路“求同存异”

从 １９７５ 年中泰建交到 １９９９ 年两国率先签署《关于二十一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中泰关

系开启持续复苏的上行通道，不仅共同应对越南侵略柬埔寨引发的地缘紧张局势，有效增进了政治

互信，而且随着地缘环境的改善，双边关系发展的动力也实现从安全驱动到经济牵引的切换。
从 １９８１ 年起，两国外交部建立年度磋商机制，为后续合作提供制度化保障。 随后，两国相继签

署了涉及贸易、科技、民航、海运和投资保护等诸领域的多项协定，为经贸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其
中主要包括《科技合作协定》（１９７８ 年）、《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１９８５ 年）、《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

偷漏税协定》（１９８６ 年）、《旅游合作协定》（１９９３ 年）、《引渡条约》（１９９３ 年）、《民商事司法协助和

仲裁合作协定》（１９９４ 年）、《贸易经济和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１９９７ 年）等。 此外，双方还成立泰

中友好协会（１９７６ 年）以及中泰友好协会（１９８７ 年），进一步拓展旨在促进双边关系发展的更多渠

道和平台。
中泰两国渐行渐近，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迸发出来的现代化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与

泰国在“跨越式”发展过程中从“军人—王室政治结构 ／民营化进口替代经济结构 ／极端保守主义社

会文化结构”到“王室—军人—地方豪强政治结构 ／外向型产业升级经济结构 ／包容性社会文化结

构”，再到“政商财阀—地方豪强政治结构 ／全面自由化经济结构 ／自由主义社会文化结构”的现代

化道路探索密切相关。 尽管在现代化道路选择上存在明显差异，但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共

识，还是促成了中泰两国在“求同存异”基础上的协同共进。 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从地缘环境来看，美国撤离东南亚为中泰凝聚“和平与发展”共识铺路。
冷战时期的阵营对抗曾严重影响中泰关系的正常发展。 从 １９５０ 年派兵参与朝鲜战争，到

１９５４ 年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并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到 １９６２ 年签署《塔纳特—腊斯克公

报》进一步巩固美泰军事同盟关系，再到 １９６４ 年派兵参与越南战争并为美军提供军事基地与后勤

保障，泰国逐步在美国裹挟下被绑上“反共”战车，从而导致中泰关系一度陷入历史冰点。
不过，随着冷战格局和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一味地“选边站”并不完全符合泰国自主选择现

代化道路的利益诉求。 尼克松 １９６９ 年上台后，宣布美国开始从越南撤军；践行“尼克松主义”外交

政策，声称美国将不再承担保卫盟友的全部责任。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巴黎和平协定》签署后，尼克松政

府即开始着手减少在泰国的直接军事存在，削减对泰国的军事援助。② １９７１ 年基辛格的秘密访华

和次年的尼克松访华，震惊了泰国政治精英。 以泰国外交部长塔纳特·科曼（ Ｔｈａｎａｔ Ｋｈｏｍａｎ，
１９５９—１９７１ 年任外交部长）为首的官员迫切感觉到美国不再可依赖，需要巩固东盟和扩展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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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为此，１９６９ 年塔纳特即成立工作组，讨论与中国建交的可能。 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调整、中美

关系正常化的开启直接促使泰国也调整对华政策，以因应时代和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与中国建立

外交关系。①

对于 ２０ 世纪中后期的中泰两国而言，妥善化解地区冲突，推动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逐渐成

为双方得以跨越制度之“异”的核心诉求之“同”。 由此，中泰两国不仅合作化解了越南侵略柬埔寨

的地区紧张局势，而且为不同制度国家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开辟了新路径。 作为建交后首位出访

泰国的中国高层领导人，邓小平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而作为

１９７６ 年政变后上台的泰国首位民选总理差猜·春哈旺（１９８８—１９９１ 年任总理）也于同一时期提出

“变印支战场为商场”政策。 这一共识为中泰两国在后冷战时期从安全驱动到经济牵引的合作动

力切换，创造了积极有利条件。
其次，从政治结构来看，军人影响力下降改变泰国对华关系着眼点。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沙立·他那叻（Ｓａｒｉｔ Ｔｈａｎａｒａｔ，１９５９—１９６３ 年任总理）政变上台，到 １９７３

年“１０·１４”民主运动推翻他侬（Ｔｈａｎｏｍ Ｋｉｔｔｉｋａｃｈｏｒｎ，１９６３—１９７３ 年任总理）军政府，右翼军人集团

在泰国政治结构中一直处于权力主导地位。 由于缺乏民选体制的合法性授权，军人集团除了以武

力相威胁之外，也在积极拓宽执政正当性，包括依托美西方的援助与投资打“经济牌”，构建“泰式

民主”打“文化牌”，以及强调外部威胁打“安全牌”。 于是，作为拥有超大体量的不同制度近邻，中
国也就成为了泰国军人集团构建“外部威胁”话语表述的当然目标，并在美西方冷战话语的叙事加

持下得到进一步强化。
１９７３ 年到 １９７６ 年的“三年民主实验”虽然未能彻底瓦解军人集团的政治影响力，但为包括地

方豪强、政商财阀、城市中产阶级等在内的各派势力登上政治舞台铺平道路，从而开启了 ８０ 年代的

“半民主时期”，以及 １９９２ 年“五月流血”民主运动后的“民主化时期”。 随着军人集团影响力下降，
泰国对华关系的着眼点也持续转移，不仅在安全领域从“对抗”转向“协作”，而且关注重点也从安

全领域更多转向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以满足各派势力在对外关系中涉及的不同利益诉求。 泰国

政治结构的多元化转型，从根本上为中泰关系改善扫清了障碍，有效提升了双边政治互信水平，并
为两国间的经济与社会文化积极互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再次，从经济结构来看，中国改革开放拓展双边经贸合作成长空间。
２０ 世纪中后期，泰国在经济领域先后进行了 ３ 次关键性的道路选择，从而有效推动了经济结

构转型，促使泰国从传统农业国以“跨越式”发展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国家。②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泰国

右翼军人集团以“选边站”方式获取了美西方规模庞大的援助、贷款与投资，③从而为其贯彻落实

“民营化进口替代道路”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改变了此前披汶（Ｌｕａｎｇ Ｐｈｉｂｕｌ Ｓｏｎｇｋｈｒａｍ，１９３８—
１９４４ 年和 １９４８—１９５７ 年任总理）时期的“国营工业化道路”。

不过，泰国在经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前期的经济高增长后，国内市场规模有限问题日益突出，
开始导致经济增长后继乏力，而同期国内劳动力人口的持续高增长，也迫切要求更有效利用劳动力

优势的发展道路。 于是，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开始，泰国开启“外向型产业升级道路”的新一轮转

型，并取得显著成效。 据统计，从 １９６０ 年到 １９７０ 年，泰国出口总额仅从 ８６．１４ 亿泰铢增至 １４７．７２
亿泰铢，年均增幅 ５．６％；而从 １９７０ 年到 １９８０ 年，出口总额则猛增至 １，３３１．９７ 亿泰铢，年均增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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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２４．６％，从而为泰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的牵引力。①

对于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泰国而言，如何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始终是重要的战略目标，而 １９７８
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所迸发的社会经济活力与市场潜力，毫无疑问对泰国充满吸引力。 据统计，从中

泰建交前夕的 １９７４ 年到冷战结束前夕的 １９８９ 年，中泰双边贸易总额从 ３３９ 万美元增至 ８．８４ 亿美

元，年均增幅 １７．４％；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 １９７７ 年至 １９８０ 年，贸易总额更是从 ０．６１ 亿美元

猛增到 ４．５１ 亿美元，近乎每年翻一番。② 除了贸易之外，作为泰国保守阵营的新兴政治势力，曼谷

政商财阀还积极推动对华投资。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正大集团，不仅率先投资中国，成为深圳首家

外资企业，获得了“深外资证字 ０００１ 号”，并且在 １９７９ 年至 １９８９ 年间，先后在中国大陆 １７ 个省市

投资 ２７ 亿美元，开设 ２８ 个项目（公司），从而为中泰经贸合作树立了重要榜样。③

随着冷战结束，泰国也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开始“全面自由化”的新一轮道路转型。 尽管在

“脱实向虚”的金融泡沫破灭后，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率先在泰国爆发，并使得曾经的“亚洲四小

虎”遭受重创，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泰国在烈火烹油的经济繁荣形势下所

拥有的开放包容与积极进取，却恰好与 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再次坚定了“改革开放”道路

的中国遥相呼应。 江泽民主席（１９９９ 年）、李鹏委员长（１９９９ 年、２００２ 年）、胡锦涛副主席（２０００
年）、朱镕基总理（２００１ 年）相继访问泰国。 这不仅有力推动了 ２０ 世纪末中泰经贸合作的快速发

展，而且为 ２１ 世纪初中泰经贸合作的“爆发式”增长夯实了互信与共识基础。
最后，从社会文化结构来看，“泰式民主”文化自信拥有更多包容性。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开始，随着沙立政变上台后提出“泰式民主”观念，右翼军人集团开始在

主体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上回归本土传统文化，从而改变了披汶时期更倾向于效仿“西方化”的道

路选择。④ 为此，沙立着力推动了传统仪轨复兴，其中不仅包括国王主持的春耕节仪式、皇家游船

巡游、敬献僧衣仪式等，而且包括早在拉玛五世朱拉隆功改革时就已废止的匍匐礼，以及在披汶时

期废止的皇室用语等诸多内容。
得益于拉玛九世普密蓬国王（１９４６—２０１６ 年在位）的个人魅力，特别是在持续不断的访贫问苦

过程中构筑的道德典范形象，泰国保守阵营“铁三角”即军人集团、王室—保皇派、曼谷政商财阀拥

有“泰式民主”锚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主体民族文化。⑤ 这就在很大程

度上提振了 ２０ 世纪中后期的泰国本土文化自信。
对保守阵营而言，从传统文化中持续汲取养分，已成为其夯实主体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 于

是，作为泰国传统文化主要来源的中国文化，开始重新回到了主流社会视野，不再被视为民族国家

建构的负面影响，而是成为主体民族文化的有益借鉴。 随着建交后“双重国籍问题”与“泰共问题”
的妥善解决，中泰文化交流在两国高层支持下迅速回暖。 其中，泰国王室更是发挥关键性的引导作

用，尤其被拉玛九世册封为“女王储”的诗琳通公主，不仅成为首位访华的泰国王室成员，而且在诗

丽吉王后的指引下于 １９８０ 年开始学习中文，并在此后 ４０ 多年里访华多达 ５０ 余次，成为在泰国积

极传播中国文化的友好使者。 对于中泰文化交流，诗琳通公主于 １９８１ 年首次访华时就指出：“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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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关系密切友好，因为我们都是东方人，有着许多共同的传统和感知。”①

四、中泰关系全面深化期（２１ 世纪以来）：共建“命运共同体”发展道路

从 ２００１ 年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就推进中泰战略性合作达成共识开始，中泰关系步入全

面深化阶段。 胡锦涛主席（２００３ 年）、温家宝总理（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２ 年）、吴邦国委员长（２０１０
年）、习近平主席（时任国家副主席，２０１１ 年）、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２０１２ 年）、李克强总理（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９ 年）、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２０１５ 年）等中国领导人先后访泰或赴泰出席会议。 泰

国王室成员、历任总理、国会主席以及军队领导人亦多次访华。 ２０２２ 年，习近平主席赴泰国曼谷出

席亚太经合组织第 ２９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访问泰国。 期间，中泰两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中泰命

运共同体”的建设目标。 得益于高层密切交往的政治互信，中泰双方在贸易、投资、旅游、军事安

全、非传统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都取得可持续的深化发展。
首先，从地缘环境来看，中国肩负起维护地区安定与繁荣的大国责任。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持续提升，中国开始肩负起越来越多的大国责任，成为维护地区安

定与繁荣的重要基石。 从次区域的澜湄合作，到区域的“１０＋１”与 １０＋３”合作，再到跨区域的亚太

经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亚洲合作对话等多边平台，中国都在发挥日益增长的重要作用。 这不仅

为中泰关系提供了更良好的发展环境，而且也为中泰合作开拓了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对泰国而言，全面深化对华关系，将有助于其依托中国式现代化的外溢效应，妥善应对在现代

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传统 ／非传统安全风险，从而为三大结构“再平衡”提供保障（见图 １）。 于是，
从 ２００１ 年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就推进中泰战略性合作达成共识，到 ２０１２ 年建立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再到 ２０２２ 年发表《关于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中泰双方除了经贸合作领域成效斐然之外，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司法、军事等在内的其他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是硕果累累。
为此，两国先后签署《文化合作协定》（２００１ 年）、《刑事司法协助条约》（２００３ 年）、《关于相互

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的协定》（２００７ 年）、《教育合作协议》（２００９ 年），等等。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泰国

佩通坦总理访华期间，双方更是相继签署了多达 １４ 份合作谅解备忘录，其内容涉及经济发展、数字

经济、人工智能、海关便利化和农产品市场准入、核技术、月球探测、绿色发展、邮政、新闻媒体等诸

多领域。②

值得留意的是，泰国作为美国军事盟友，在安全领域却表现出积极的对华合作立场，开展了一

些新的合作。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中方接受泰国总理建议，同意举行中泰年度国防会谈，并于同年 １２ 月

举行了首次会谈。 此后，中泰两国国防会谈每年举行，并且就“相互观摩军事演习”“恢复对泰国军

备出售”“进行军事教育交流”和“举行联合训练和军事演习”等方面达成一致。 ２０２２ 年，两国签署

《中泰国防合作共同愿景声明》，进一步强化了战略沟通。 在新世纪，中泰两国先后开启“打击”陆
军联演（２００７）、“蓝色打击”海军联演（２０１０）、“猎鹰打击”空军联演（２０１５）和“联合·突击”特种部

队联演（２０１９）。 与此同时，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也持续拓展。 无论 ２００４ 年

印度洋海啸，还是 ２０１１ 年泰国特大洪灾，抑或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冲击，中国都成为泰国应对安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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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重要外援。①

其次，从政治结构来看，泰国保革双方皆秉持对华友好的战略共识。
随着曾被誉为“民主里程碑”的《１９９７ 年宪法》颁行，泰国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开启了新一轮政

治结构转型，试图从根本上改变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在地方豪强势力主导下的政坛乱象。 作为新兴资

本集团代表的他信派系在 ２００１ 年大选中强势崛起，从而取代了地方豪强势力的政治主导地位，但
并未形成城市中产阶级在起草《１９９７ 年宪法》时所设想的“权力制衡”政治结构，而是在新兴资本

集团与农民群体的“资本＋选票”联盟影响下，形成了他信派系的“权力垄断”，并由此引发了保守阵

营“铁三角”的强烈不满与强硬抵制。
从 ２００５ 年保守阵营发动“反他信”运动开始，到 ２０２３ 年保守阵营与他信派系握手言和组建联

合政府，保革分歧引发了泰国长达 １８ 年的政局动荡，不仅造成了“红衫军 ／挺他信”与“黄衫军 ／反
他信”两大阵营的多次大规模街头运动与流血冲突，而且导致了 ２００６ 年与 ２０１４ 年的两场军事政

变，以及宪法法院判决罢免总理、解散政党、禁止国会议员从政的多次“司法干政”，从而严重影响

了 ２１ 世纪初叶的泰国政治生态。②

然而，尽管泰国政治主导权在保革之间多次易手，但是中泰关系始终保持着“稳定性和确定

性”。③ 无论是前总理他信，还是他信派系的历任总理，诸如他信密友沙马、他信妹夫颂猜、他信妹

妹英拉、英拉密友赛塔、他信女儿佩通坦，抑或是保守阵营的历任总理，诸如保守派民主党主席阿披

实及军人领袖巴育，都在对华友好上秉持高度一致的战略共识。 中泰两国更是分别在英拉时期和

巴育时期，先后确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目标。 究其原因，一
是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快速崛起对全球和周边地区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是泰国保革双方虽然存在诸

多分歧，但都需要对华合作的红利为各自的政治基本盘提供支撑。
对于他信派系而言，通过拓展海外市场和吸引外商投资以推动经济增长，从而满足新兴资本集

团的利益诉求，并在此基础上落实“草根政策”以满足中下层农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始终是其有效

维系“资本＋选票”联盟的根基所在。 但无论是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上台的他信，还是 ２００８ 年

全球经济危机后上台的英拉，抑或新冠疫情后上台的佩通坦，泰国所面临的都是国内经济复苏乏

力、美西方经济又难以借力的内外交迫的困境。 于是，搭乘中国经济“顺风车”，也就成为他信派系

一以贯之的战略基石。 他信当选总理后，率先于 ２００３ 年与中国签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

架协议》，从“早期收获”方案下加速取消关税的协议（中泰果蔬零关税协议）开始，他信派系历任总

理就始终站在推动中泰经贸合作的最前沿。
区别于他信派系主要以经贸为着眼点，保守阵营“铁三角”在对华合作方面还存在明显的意识

形态诉求。 冷战结束后，泰国保守阵营奉行“泰式民主”与美西方主张“西式民主”之间的结构性裂

痕日益明显，并在 ２０１４ 年巴育政变上台后严重恶化。 美国对泰施压，试图干涉其国内政局走势。
２０１５ 年初，美国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素（Ｄａｎｉｅｌ Ｒｕｓｓｅｌｌ）甚至在访泰期间发表演

讲，公开批评巴育政府。④ 与此相对，中国却秉持“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并始终相信泰国人民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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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智慧解决政治分歧。 这就为保守阵营提供了依托中泰合作，对冲美西方意识形态施压，从而拓

展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回旋空间。 对此，美国亚洲基金会曾在报告中深感担忧，认为“泰国政策制

定者正在受到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影响和吸引”，从而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上日益远离美国的传

统影响。①
再次，从经济结构来看，中国经济“顺风车”为泰国提供增长动力。
基于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全面自由化”经济道路失败的深刻反思，泰国新兴资本集团与保守阵

营分别提出了“他信经济”②与“充足经济”③的道路选择方案，并一度成为保革双方的矛盾焦点。
不过，尽管保守阵营在掌权后将拉玛九世提出的“充足经济”理念写入了宪法，在经济政策制定与

落实过程中，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还是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他信派系“对外开放，对内

改革”的核心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家 ２０ 年发展战略规划” “工业 ４．０” “经济走廊建设”
“生物、循环、绿色（ＢＣＧ）新经济模式”等发展共识。 这就为中泰经贸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体制机制保证。 中国明确支持泰国的上述发展理念和规划，将其纳入两国合作的重点、优先

领域。 近两年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都体现了这种发展共识，例如，中国强调支持泰国的“东部经济

走廊”建设和“生物循环绿色经济模式”，④“双方将继续深化促进经济韧性、高质量发展、清洁能

源、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⑤
从商品贸易来看，中泰贸易总额在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１２ 年间连续翻了 ４ 番，从 ３５．７ 亿美元猛增到

６３９．９ 亿美元。 ２０１３ 年，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泰国最大贸易伙伴，并自此保持最大贸易伙伴地

位。 ２０２４ 年，中泰贸易总额已增至 １，１５８．５ 亿美元，占泰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高达 １９．６％，相较

于 １９９８ 年增长了近 ６ 倍。⑥ 近年来，随着跨境电商与物流蓬勃发展，中泰贸易开始获得新的增长

动力。
从服务贸易来看，旅游业作为泰国经济支柱产业，逐渐成为中泰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 ２１ 世

纪以来，随着中国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能力增强，海外旅游开始日益普遍，而泰国则成为重要受益

者。 ２０１２ 年，中国赴泰游客超过 ２７０ 万人次，首次成为泰国最大海外客源国，并自此保持着最大海

外客源国地位直到新冠疫情爆发。⑦ ２０１９ 年，中国赴泰游客曾一度超过 １１００ 万人次，占泰国海外

游客总数的近 １ ／ ３。 虽然在新冠疫情期间，泰国旅游业受到重创，２０２２ 年中国赴泰游客甚至不足

３０ 万人次，但在疫情结束后，中国赴泰旅游呈现较快复苏势头。 ２０２３ 年，中国赴泰游客增至 ２７０ 万

人次，而 ２０２４ 年在中泰互免签证的政策利好推动下，更进一步增至 ６７０ 万人次，中国再次成为泰国

最大海外客源国。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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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资来看，２１ 世纪以来泰国对华投资虽然还在持续增加，但投资力度已明显放缓，其对华直

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１．５８％逐年降至 ２０２３ 年的 ２．３９％；①与此相对，中国对

泰投资却方兴未艾，正处于高速增长期。 ２００９ 年以前，中国对泰直接投资占外国对泰直接投资比

重还不到 ０．５％，但随着 ２００８ 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东升西降”之势日趋明显，尤其是 ２０１３ 年中国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对泰投资逐年上升，其直接投资头寸占比也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４５％稳步

增至 ２０２３ 年的 ５．１７％。②

虽然在对泰直接投资头寸占比方面，中国与长期深耕泰国的美西方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其中仅

日本的投资占比就高达 １ ／ ３，但对泰国而言，中国持续增长的投资不仅是全球经济衰退下的重要

“活水”，而且其投资中所蕴含的新质生产力要素，更是推动泰国产业结构升级以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有效应对老龄化困境的重要因素。 为此，２０２４ 年泰国佩通坦总理在其施政报告中明确将新能

源车、光伏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方向。③ 近年来，随着华为、中兴、比
亚迪、长城、天合光能、阿里巴巴等诸多企业在泰投资项目相继落地，中泰两国开始在新质生产力领

域形成更紧密的产融合作，并为地区产业链供应链重组树立了成功样板。④

最后，从社会文化结构来看，文化互鉴为重塑“泰式民主”注入活力。
２０１６ 年，拉玛九世普密蓬国王驾崩。 尽管拉玛十世哇集拉隆功国王在保守阵营支持下顺利继

位，从而保持了政局稳定，但由于在人格魅力上与先王有所差异，因此未能有效填补拉玛九世留下

的巨大社会影响力真空，并使得“泰式民主”失去了具现化的文化共识锚点，导致主体民族文化开

始在美西方文化侵蚀下出现“漂移”甚至“异化”。
对泰国保守阵营而言，重塑“泰式民主”是巩固社会文化结构，从而为现代化道路框定前进方

向的关键所在，但在失去拉玛九世的传统文化锚点后，曾在过去半个世纪行之有效的诸多运作手法

逐渐难以引发社会共鸣，甚至是作为泰国传统文化底色的上座部佛教信仰，也开始面临严重危

机。⑤ 更为棘手的是，长期以来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尤其旅游业高度繁荣，已使得泰国深度融入全

球化进程，从而很难再以“闭关锁国”方式抵御美西方话语权影响。 ２０２４ 年，尽管与传统文化存在

分歧，但泰国还是通过立法成为首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东南亚国家。⑥

于是，为了在保持社会文化开放与包容前提下，有序重塑“泰式民主”，泰国保守阵营采取了两

方面的重要举措。 一方面，泰国致力于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交流与互鉴，从而对冲美西

方文化的负面影响。 从 ２００６ 年设立首家孔子学院以来，泰国迄今已拥有 １７ 家孔子学院和 １１ 家孔

子课堂，成为亚洲设立孔子学院 ／孔子课堂最密集的国家之一。⑦ 目前，泰国已有 ２０００ 多所中小学

校开设汉语课程，在校学习中文人数超过 １００ 万。⑧

另一方面，泰国谋求加强本土传统文化“再发现”，借以提振文化自信。 随着他信派系与保守

阵营的政治和解，前者更是进一步提出面向全球展现泰国传统文化的“软实力”战略构想，这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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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通坦总理上台后的关键施政目标。① ２０２３ 年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后，通过文化交流互鉴

“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②的重要表述在泰国主流

社会引发强烈反响，并得到泰国政府的积极回应，③从而为中泰文化交流互鉴指明新方向，开拓新

天地。

结　 语

１９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泰两国相继开启现代化进程，双边关系在彼此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选

择影响下，曾一度经历百余年的震荡下行趋势，并在冷战前期陷入历史冰点。 不过，得益于中泰两

国在现代化道路选择过程中具有的自主性、进取性与本土性的内在相似特征，双方在“政治结构—
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再平衡过程中，顺应“和平与发展”时代潮流，立足“求同存异”共识，从
冷战中后期开始渐行渐近，逐渐从分歧走向协同，并在 １９７５ 年建交后，促成双边关系 Ｕ 型反转，开
始从复苏到全面深化的持续上行进程。 ２１ 世纪以来，中泰关系更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澎湃动力牵

引下，共克时艰，共享发展，构建了政治互信、经济互利、社会文化互鉴的积极有利环境。 时值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泰关系也在“中泰友谊金色 ５０ 年”之际登上历史新高地，开始面向“中泰命运共

同体”，携手开拓更具挑战性的后发国家现代化新境界。 随着中泰战略合作的稳步落实，绵延两千

多年的传统友好关系将在新时期获得不断向前发展的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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